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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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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

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保障。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挥国家治理的制度优

势具有内在一致性。基于“国家 －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
径: 从单向式到双向式。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
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 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也有

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中统一的

更具灵活性的纵向协调机制和横向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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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围绕“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一系
列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这并不意味对“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讨就此止步。实
践出真知。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意味着我们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也应向前推
进。2020 年，最富于启迪意义的实践莫过于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在这次重大危机事件面前，
中央政府、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展现出共同的
意识和行动。我国各个民族地区、中华各民族
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以不同方

式积极参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深刻诠

释了中华民族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
为赢得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胜利注入了持久动

力。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
以强化，进而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优势，成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武器。由此可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之间具有

紧密的联系。这促使我们思考: 如何更加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其在现代国家治理体

系下发挥最大效能和优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

能力的需要，也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一个显著优势。“国家 －民族”框架作为探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视角，指向中国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国多族”范式［1］。其
基本内涵是将国家置于整体主导地位，强调国

家与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①三者之间的双向互
动关系，包含两类: 一是国家与民族地区和非民

族地区的关系; 二是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

关系。其中，国家与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



2021 /01 总第 63 期 JOUＲNAL OF ETHNOLOGY

第

十

二

卷

67

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国家是资源配置( 不

能简单理解为只是经济资源的配置，还包括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种资源) 的主体，通过
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伞式关系对民族地区和非

民族地区进行资源配置。而民族地区和非民族
地区通过获得配置资源进行有利于国家整体发

展的各种活动; 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

关系是一种多元共生性关系，这种多元共生性

关系体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流交融，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行动上。不同地
区因其资源禀赋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相互之间
具有优势互补的能力。如图 1 所示。

图 1 民族地区与国家及非民族地区的关系
( 其中:①代表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关系;②代表自下而上

的资源支持关系;③代表支援;④代表援助。)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国家与民族地区

和非民族地区之间并不能僵化理解为单向的自

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关系，还表现出自下而上的

支持关系，是一种纵向的互动关系。此外，民族
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还存在一种横向的互动

支持关系。因此，本文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这个
重大事件，从“国家 －民族”的理论视角出发，基
于纵向维度( ①和②) 和横向维度( ③和④) 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向路径，进而为

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疫情防控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使中华民族形成为一个

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

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

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②。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
家国理念为国家治理注入了持久的动力基因，

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

文化基因。当出现破坏人民利益的危机事件

时，不同民族和区域间的守望相助意识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增强［3］，必然形成一

种国家上下整体的力量来应对。中国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
协调各方力量资源，构筑起上至中央政府，下至

人民群众的高效“抗疫”体系，展现了中国速度、
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 一) 疫情防控下的国家坚定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体现了其作为

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4］114 － 117，自

成立以来所具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各族
人民负责，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负责，对中
华民族的延续负责。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
中国共产党在面对重大事件或挑战时，发挥出

强大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和国家的高度

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
出全面部署和一系列重要指示，多次召开会议

听取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为疫情

防控工作指明方向。此外，我国成立了以国务
院总理为组长的中央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加强对

疫情工作的总体指导; 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加强政策协调、物资调配和人员安排; 派出国
家医疗专家组赴疫情重灾区考察调研等。这一
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体现了国家在重大危机

事件面前的有力作为，为疫情防控筑起了一道

坚实的屏障。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中央政府
的部署，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的领导

小组，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响应，
短时间内构筑起“全国一盘棋”的联防联控机
制。湖北省作为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在国家的
统筹之下举全国之力予以支援，共组织 29 个省
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 346 支医疗
队、42000 多名医护人员驰援，并建立十九省对
口支援机制帮助湖北抗击疫情。在世界卫生组
织执行委员会第 146 届会议上，时任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使用“不仅有力，而且有效”，
“紧紧抓住疫情中心地区发力”，“如果不是中国
政府的努力，及时阻止病毒传播，中国以外地区

的病例将会比现在多很多”等语，赞赏中国政府
的防控和治疗举措。
( 二) 疫情防控下的民族团结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是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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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体具有凝聚力和团结力的重要前提，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着民族成员采取行

动去争取、实现和维护共同的利益［5］。新冠肺
炎疫情激发了各民族同胞之间守望相助的共同

体意识，促使各民族形成团结一致抗疫的共同

行动。
如表 1 所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宁夏、

内蒙古、贵州、云南、广西等民族省区积极参与
对口支援湖北疫情重灾区。在做好自身防疫工
作的同时，全力以赴，迅速出台援助方案、积极
动员力量、以不同的方式迅速投入到对湖北的
支援中去。此外，民族地区的社会力量如民族
医疗机构、民族医药生产企业的会员单位等，全
面投入疫情防治阻击战，以发倡议、献计、献策、
献方支援武汉疫情，组织有生力量驰援湖北武

汉等。民族地区的各族百姓也以自己的方式为
湖北抗击疫情贡献力量。面对疫情，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优势和国家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体

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力量汇聚成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各民族全力

以赴，慷慨解囊，给予湖北各方面的有力支援，

体现了中华民族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的民族凝聚力。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出现了民
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对中央政府全国布局的支

援、民族地区对非民族地区的支援等，深刻地体
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互
动互融的大家庭。这也体现了在大灾大难面
前，我国的民族地区也跟非民族地区一样，共同

承担起国家赋予各民族地区的责任，有难同担，

各尽所能，共同战胜困难。
新冠肺炎疫情下，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

形成一种民族团结力量，成为中国发挥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重要基础。而形成民族
团结力量的根本途径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作为国家层面的工作，必须明确中华民
族整体性、一致性的发展趋势，在大力推动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强调各民族内在联系、
共同体特征的增强，强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

共同利益［6］。

表 1 民族八省区支援湖北情况

民族地区 支援情况

贵州 对口支援鄂州市，共派出 9 批医疗队和各类物资支援

内蒙古 对口支援荆门市，共派出 8 批医疗队、3 批疾控队、省红十字会支援队及各类物资支援

广西 对口支援十堰市，共派出 7 批医疗队、省红十字会支援队及各类物资支援

云南 对口支援咸宁市，共派出 7 批医疗队、4 批疾控队、省红十字会支援队和各类物资支援

宁夏 对口支援襄阳市，共派出 5 批医疗队、3 批疾控队和各类物资支援

新疆 共派出 3 批医疗队和各类物资支援

青海 共派出 2 批医疗队、1 批疾控对、省红十字会支援队和各类物资支援

西藏 共派出 1 批疾控队和各类物资支援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深刻考验
着世界各国的应对方式和国家治理模式。中国
在应对疫情防控上形成的“中国经验”受到国际
社会的高度赞誉，逐渐被一些西方国家认可并

视为参照的对象。当前而言，新冠肺炎疫情作
为一个国际层面的重大危机事件，对各个国家

的治理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其中既有一些共

性的问题，也有一些特性的问题。各个国家国
情、制度不同，治理体系和能力不同，选择应对
疫情的防控模式也不同，由此产生的防控成效

也不同。中国高效“抗疫”体系的背后彰显了中
国国家治理的特有方式和制度的内在优势［7］，

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追求

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各民
族只有依靠共同的国家，凝聚起强大的凝聚力，

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8］。百多年来，中华
民族所经历的从屈辱到强大的复兴历程，与现

代中国国家发展互为表里。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振兴之路，是依托
“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实
现的［9］。实践证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

有深刻意义。反之，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也有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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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一个共同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从单向式到双

向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历史向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的深

化和演进过程，也是中国国家建立、巩固和发展

的过程，二者是一个共同的过程［1］。在这个过

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被赋予了鲜明的国家属

性，是国家层次上的民族共同体［10］，表现出“国

家 －民族”共同体的特征，即政治上的统一性、
经济上的互补性、社会上的互融性、文化上的互

通性、生态上的互存性，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大

一统的国家治理格局。其中政治上的统一性是

维系中华民族存续发展的重要因素［11 － 13］。在

此基础上实现了各民族之间更深厚的互补、互
融、互通、互存。“国家 － 民族”共同体体现出

“共同”二字的深刻内涵，即国家与民族是整体

与部分，一体与多元，中央与地方的辩证统一关

系。国家居于主导地位，整合包容各民族，是资

源分配与权力配置的主体，通过自上而下的伞

式结构推动( 民族) 地方的发展［1］; 民族地区作

为国家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属于地方行政单位，

一方面自下而上支持并服从中央政府的统筹谋

划，同时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和发展优势促进各

民族地方及区域之间的互动发展。中国高效

“抗疫”体系的背后展现的“中国经验”的独特在

于既有国家( 中央政府) 层面自上而下的统筹推

动，也有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层面自下而上

的全力支持，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 ( 中央政

府) ———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互动，也有横

向维度的民族地区———非民族地区的互动。
( 一) 纵向维度: 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

地区的双向互动

1． 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

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在于动态平衡中

追求核心的利益取向，即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

民的根本利益，这二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习

近平总书记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定义为总体

战、人民战，是基于中国实际进行的战略考量，

凸显了疫情防控的国家整体和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和

使命［14］。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

命重于泰山”，在后来的多次重要讲话中还进一

步指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表明中国共产

党是以人民利益维护为根本目标的政党组

织［15］，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其优先考虑的是各族

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央政府的统筹部署下，

全国各个民族短时间内形成同舟共济的认识统

一，全力支援湖北的行动统一，执行国家应对疫

情的举措统一。大江南北不分地域、不分民族，

万众一心战“疫”。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全国

一盘棋”“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内防反弹、外防

输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等审时度势的防控策略成为应对疫情治理

的原则与共识。与此同时，国家能力成为各民

族团结抗疫的坚定支持力量，科研攻关、产能提

速、工程建设、物资调度、医疗支援等国家机器

各个部位短时间内迅速运转，协调行动，为疫情

防控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在以中央政府为主

导的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

民族之间( 及非民族地区) 的关系，是通过从中

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

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

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11］。这一组织形

式保证了国家对疫情防控的统筹谋划，具备集

中进行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管理资源以确保疫

情稳定、推动发展的能力，促进各民族相互依

赖、团结抗疫的能力，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动员全

社会资源的能力。上述能力的体现与国家治理

的有效性有重要而直接的关系。
新冠疫情在中国的暴发引发了一场关于中

国治理体系( 或制度模式) 与西方治理体系( 或

制度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武汉“封城”及全国

各地实施严厉管控措施被一些挥着人权大旗的

西方人士视为“专制措施”的反映，会加剧危机

的恶化。这一点反映在学术领域上则是透过基

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概念来审视当代中国，

往往关注的是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对立性。
不少西方学者将中国国家体制视为一种“威权

主义”“集权主义”或“一党体制”，这是在用西

方民主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并不完全符合中国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实质。实际上中国实行

的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一

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多党”指的是中国的八

个民主党派，这是依据中国国情所做出的制度

安排，是一种建立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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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保证了人民当家
作主，体现了人民共同意志，这也是中国能够持

续办大事、长期办大事，不犯颠覆性错误的一个
重要原因［16］。
中国国家能力的日益强大，也在促使我们

不断地思考，以国家和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政治

类型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作为一个超
大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在长期实行中央

集权制度的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印记以及

强大的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结构。今天的
国家治理仍有一定继承，但在内涵和形式上又

有所发展与不同，绝不能统而论之。从古代中
国到现代中国，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治理

经历了一个转型变革过程。古代中国是一个建
立在君主集权( 权威) 基础上的封建专制国家，

国家上下对君主负责，所谓“惟天子受命于天，
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17］85，皇帝
是天道的安排，天道赋予了君主权威的合法性

基础，君主权威即国家权威; 现代中国是一个建

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对各族人民负责。
人民赋予了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威的合

法性基础。中央政府代表国家整体的利益、各
族人民共同的利益，以国家权威来增强社会内

聚力，有效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整合不同利益诉

求，有效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危机事件，保证

国家的稳步前进。
2．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
持力量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空坚持“全国一盘棋”的
基础上，各个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既与中央

自上而下的决策部署保持一致，同时也发挥各

自的优势和能动性，以自下而上的形式为疫情

防控提供支持力量。地方性的支持不仅包含政
府层面，也包含社会组织、基层组织、个体等共
计四个层面。这其中民族地区政府层面一方面
紧急行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本地区疫情。
另一方面集中优势资源积极支援湖北疫情重灾

区;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层面自发组织有生力量，

捐款捐物助力疫情防控; 基层组织层面积极响

应上级号召，动员群众力量，特别是贫困地区在

医疗卫生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依靠群众自觉、自
主的意识和行动，成为阻断疫情蔓延的坚实屏

障; 个体层面发挥积极作用，服从疫情期间的指

令安排，积极贡献力量。总体而言，中央与民族
地区及非民族地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体现

了整体的意识和行动。由此说明了，中央的集
中统一与地方的有效治理二者并不矛盾，中国

制度的一个优势在于不断地创新性，将二者有

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在国家治理

中的积极效用。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推动我国

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机

制。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中央
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

机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
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在战略部署
上强调“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体制机制”。这体现了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下，
更加重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加强制度

设计。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在其《中国国家
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一书中
从组织学的角度提出，中国国家治理存在张力:

即“一统体制”带来的权力集中与有效的地方治
理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权力集中的程度
是以牺牲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为代价的，中国现

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

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18］10 － 11。
周雪光教授的分析是建立在中国大一统结构下

传统官僚体制的运行特点的基础上，从二元视

角看待中央与地方的对立，集权与分权的对立，

却忽视了二者的统一。
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国家治理方式，展现

出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行动力，体现了不

同制度下的国家治理结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
究中心总裁韩博天从政策设计的角度提出中国

庞大且实行层级制管理的政治体系却被灵活的

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赋予了活力，中国的政策制

定和实施过程中包含了大量自下而上的参与和

互动机制，远远超过了其传统体制结构给人的印

象，这种特殊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策略就是中国能

够保持韧性和适应性的基础［19］19 － 20。中国现行
体制是在大一统稳定的结构下，实行一种自上

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更具包容性、灵活
性的制度结构安排，即基于一种“内部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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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机制设置［20］69 － 70。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集中了国家上下，官

方、民间，党内党外等社会各界的力量与智慧来
治理国家，有效应对重大事件。
( 二) 横向维度: 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

间的互助行动

从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共

同体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

成与发展是一个各民族不断融汇聚合的过程，

是一个共同体内凝聚力不断增量的过程［21］。这
表明各个民族在关乎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

利益的重大事件面前，更加凸显作为一个命运

共同体的责任与担当。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
各族人民的生命及国家安危面临巨大威胁。在
这重大危机关头，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共同行

动，19 个省份( 其中有 5 个民族省区) 集中优势
资源，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市外的 16 个市州及
县级市等疫情重灾区抗击疫情，有效遏制了疫

情扩散。这个过程体现了对口支援新的作用发
挥机制: 既不局限于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支

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
的支援; 也有民族地区对中央政府全国布局的

支援、民族地区对非民族地区的支援。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不同民

族或区域之间基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同时也

因各自优势和资源禀赋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正
因此，中国在治理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形成

一种国家与地方纵向的以及地方之间横向的共

同协作机制———对口支援机制。从汶川地震的
恢复重建到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再到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战，对口支援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
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对口支援是中央政府基于国

家发展整体与长远利益，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体制优势，有效动员不同区域进行交流
合作，共同发展，以缓解中央政府治理压力，进而

转化为国家治理合力。这个过程体现了政令的
统一性与政策执行的自主性、灵活性与多元
性［3］。对口支援可以说是中国制度的一个创举，
具有持续更新的能力和空间。它通过不断强化
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兄弟姐妹一家
亲”的共同体意识，形成国家与地方共同应对重
大风险或事件的协同机制，还促进了区域融合和

交流，搭建了不同地域人民友谊的桥梁。
这场危机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巨大凝聚

力和动员能力在应对重大事件过程中无可比拟

的优势，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治理模式

的合理与正当性。长久以来，因为国内外舆论
的导向，西方人以及某些中国人形成了“西方最
优”的固有观念，无论任何领域，言必谈西方，赞
必是西方。而今天当西方正陷入疫情带来的无
序、松散、恐慌、停滞之中时，中国通过有力、有
序、有为、有效的防控措施已逐渐恢复并走向稳
步发展，东西方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上的巨大

反差，让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新

时代将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三、结论
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凭空建构

出来的，而是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的结果。这
种现实一方面表现为丰富的历史和政治遗产，

另一方面也是凝聚各方面力量成为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制度和社会基础［22］。那么，在这个基础
上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现代国

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使之与不断

发展的社会现实相适应是我们当下及未来要不

断思索的重要课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
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与发挥国家制度的治理优势具有内在一致性。
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从单向式到双向式。
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

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 既

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

双向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

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

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

中统一的更具灵活性的双向协调互动机制: 一

是纵向维度，要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善国

家自上而下的主导机制和地方自下而上的支持

机制; 二是横向维度，要进一步发挥地方积极

性，完善不同区域之间的互动交流合作机制。
我们应认识到处于现代化转型阶段的中国，

国家治理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
过程，这是制度演进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这个
过程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JOUＲNAL OF ETHNOLOGY 2021 /01 总第 63 期

第

十

二

卷

72

文化自信，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国

家治理体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注释:
①本文中所称“民族地区”主要是指集中分

布于中西部的民族八省区( 指的是宁夏回族自
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
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贵州省、云南省、青
海省等) ;“非民族地区”因分布较广，既分布于
东部沿海地区，也分布于中西部地区，本文中主
要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代表。

②习近平于 2020 年 2 月 23 日在统筹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
议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1］张继焦，党垒． 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下的“一国多族”范式———四论“国家 －民族”关
系［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3( 06) : 58 － 65．
［2］刘吉昌，金炳镐． 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 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7，38( 11) : 28 － 33．
［3］丁忠毅．国家治理视域下省际对口支援
边疆政策的运行机制研究［J］．思想战线，2018，
44( 04) : 76 － 87．
［4］张维为．中国超越: 一个“文明型国家”
的光荣与梦想［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5］青觉，赵超．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
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
架［J］．民族教育研究，2018，29( 04) : 5 － 13．
［6］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J］．民族研究，2018( 01) : 1 － 8
+ 123．
［7］张继焦．从全球战“疫”中读懂中国自信

［N］．中国社会科学报 －社科院专刊，2020 － 4 －
17．
［8］王希恩． 中华民族建设中的认同问题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9，40
( 05) : 1 － 9．
［9］刘永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J］．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 人文社科版) ，2019，40( 10) : 17 － 23．

［10］马俊毅． 国家建构与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建设———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国话
语的理论分析［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2019，46( 05) : 28 － 38．
［11］张继焦，尉建文，殷鹏，刘波．换一个角
度看民族理论: 从“民族 －国家”到“国家 － 民
族”的理论转型［J］．广西民族研究，2015( 03) : 1
－ 13
［12］张继焦，柴玲，陈楠，殷鹏． 再论“国家

－民族”理论［J］． 广西民族研究，2016 ( 02) : 29
－ 35．
［13］张继焦，尉建文．三论“国家 －民族”关
系———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J］．云南民族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5( 05) : 49 － 54．
［14］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求是，
2017( 21) : 3 － 28．
［15］周竞红． 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团结凝
聚———兼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
想继承与发展［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27
( 03) : 13 － 20 + 179．
［16］辛向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理论逻辑研究［J］． 国外社会科
学，2020( 01) : 4 － 10．
［17］董仲舒． 春秋繁露［M］． 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9．
［18］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
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7．
［19］韩博天．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与制
度创新［M］．石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20］郑永年． 中国模式: 经验与挑战［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21］严庆． 政治认同视角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思考［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 01) : 14 － 21．
［22］麻国庆． 民族研究的新时代与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17，44( 06) : 21 － 27．

收稿日期: 2020 － 12 － 07 责任编辑:许瑶丽



2021 /01 总第 63 期 JOUＲNAL OF ETHNOLOGY

第

十

二

卷

91

Fighting the Epidemic and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Zhang Jijiao1，Dang Lei2

( 1．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CASS，Beijing 100081，China
2． UCASS，Beijing 100081，China)

JOUＲNAL OF ETHNOLOGY，VOL． 12，NO． 1，66 － 72，2021 ( CN51 － 1731 /C，in Chinese)
DOI: 10． 3969 / j． issn． 1674 － 9391． 2021． 01． 009

Abstract: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need for China，as a uni-
fied multi-ethnic country，to realize the moderniza-
tion of i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e its gov-
ernance capacity，and，it is also a guarantee for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sys-
tem． Histo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concept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is
not constructed without foundation，but is the re-
sult of ethnic exchanges and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On the one hand，this reality is reflected in
the rich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heritage，and on
the other hand，it is also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
cial found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a multi-ethnic
country by pooling forces from all sides． On that
basis，how to forg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improve the modern national gov-
ernance system and enhance the national govern-
ance capacity so that it can adapt to the constantly
developing social reality，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hat we need to ponder continuously，both in the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In this moment of the fight against COVID-
19，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is an in-
herent consistency between forg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xerting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nation-
stat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listic path to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
tion: from both one-way to two-ways． That is to
say，there are not only top-down forces led by the
nation，but also bottom-up support from ethnic re-

gions and non-ethnic regions; there are not only
two-way vert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ethnic regions or non-ethnic regions，but also hori-
zontal two-way interactions between ethnic regions
and non-ethnic regions．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
trol of COVID-19 provides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s，national governance must promote the for-
mation of a centralized，unified and more flexible
two-way coordination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First，within the vertical dimension，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nd improve
the top-down leading mechanisms of the state and
the supporting bottom-up mechanisms on the local
level． Second，within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we
should give further play to the initiativ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s of inter-
action，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We should realize that China，in its stage
of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national gov-
ernance is bound to go through a process of contin-
uous exploration and gradual improvement，which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objective law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is process，we need to
strengthen confidence in our theory，path，system，
and culture，constantly forge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improve the system of na-
tional governance，and achieve the common pros-
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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